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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全球夜间灯光数据构建了新城市规模指数，力求以更客观、更
综合的视角来度量城市规模，并从空间竞争角度研究城市规模变动。对新城市规模指
数的分析表明，一定条件下其能纠正土地和人口总量度量法引起的误差；本文进一步通
过构建反映城市规模变动空间竞争的空间计量模型，对引起竞争的“水平方向（横向策
略互动）”和“垂直方向（纵向共同反应）”两个来源进行了识别。结果显示：“水平方向”

的竞争强度为正，且逐年递增，城市规模空间竞争表现为愈来愈强的模仿性；“垂直方
向”的竞争强度也为正，官员晋升体制也能引起城市规模空间效仿现象；研究还发现，在
晋升年份，以垂直方向的竞争为主，其他年份则以水平方向的竞争为主。过去十年来中
央政府“做对了（城市规模）激励”，但“做对协调”却显不足，未来应加强“做对协调”，实
现二者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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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在城市规模方面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首先，从空间发展形态看，有城市
蔓延（Ｕｒｂａｎ　Ｓｐｒａｗｌ）和城市收缩（Ｕｒｂａｎ　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两个概念，城市蔓延是指低密度的城市扩张
（Ｄｏｗｎｓ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９９５；Ｈａｄｌｙ，２０００；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　＆ Ｃｅｎｔｒｅ，２００６；Ｅｗｉｎｇ
等，２００８；Ｒａｍｏｓ和Ｃｌａｄｅｒａ，２０１０；Ｍａｒｔｅｌｌｏｚｚｏ和Ｃｌａｒｋｅ，２０１１；Ｎｏｌè等，２０１５），是一种过度的、持
续的城市土地扩张行为（Ｂｒｕｅｃｋｎｅｒ，２０００ａ），具有无序的、跳跃式的特征；Ｇｉｌｌｈａｍ（２００２）认为城
市蔓延是城市化的一种形式，它具有跳跃式开发、人口和经济密度低、空间分布无序、土地使用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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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规划等特征。而对于城市收缩，当前还没有形成统一定义，但是“城市人口减少”作为其主要特
征已取得基本共识。其次，城市规模也可看成一个集聚经济体，从新经济地理学（Ｆｕｊｉｔａ等，

１９９９）关于集聚力和分散力的角度进行解释，主要为集中化和郊区化两个概念。按照新经济地理
学的观点，集中化是向心力大于分散力，促使城市规模持续扩张的过程，根据Ｇｉｌｌｈａｍ（２００２）的定
义，郊区化是郊区发展模式在一个区域或一个国家的扩散，更具体的，周一星、孟延春（１９９８）认为
郊区化是城市经历了中心区绝对集中到相对集中以后的一种离心分散阶段。最后，学界一般用
人口数量或土地面积作为“城市规模”的衡量指标（下文统称为“人口规模和土地规模”），但城市
规模变动是个复杂现象，从根本上来说，如果用Ｐ表示以某年为基期的人口规模变动，Ｌ表示土
地规模变动，那么城市土地规模变动和人口规模变动可能出现三种人地关系：城市拥挤（城市人
口总量过度扩张，Ｐ＞Ｌ）、人地协调（Ｐ＝Ｌ）和城市蔓延（城市土地规模过度扩张，Ｐ＜Ｌ）。图１
表明了这些概念间的关系，可见用单一的土地或者人口指标度量的城市规模，是不能反映这些复
杂的人地关系的。

图１　与城市规模变动有关的几个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

城市规模空间竞争本质上属于地方政府竞争。根据Ｂｒｅｔｏｎ（１９９８）的定义，地方政府竞争是指
区域内部不同经济体的政府利用税收、环境政策、教育、医疗等手段，吸引资本、劳动力和其他流动
性要素进入，以增强经济体自身竞争优势的行为。对于地方政府竞争的形成机制，当前主要有三
个成熟的理论机制：第一个层面是财政政策的外溢机制，以 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８６）为代表，他认为区域内实
施财政政策会改变邻近区域的政府财政政策偏好，从而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在空间上具有空间依赖
性；第二个层面是财政竞争机制，以Ｔｉｅｂｏｕｔ（１９５６）、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９９）、Ｂｒｕｅｃｋｎｅｒ（２０００ｂ）等为代表，

他们认为地方政府间互动的根源是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展开对空间要素的竞争；第三个层面是
标尺竞争机制，以Ｓａｌｍｏｎ（１９８７）、Ｂｅｓｌｅｙ和Ｃａｓｅ（１９９５）为代表，他们认为由于信息外溢性和相似
的政治体制，公众会以邻近政府行为的标准来评判本地政府行为，从而本地政府在政策实施过程
中不得不考虑邻近政府行为。

对于中国，虽然以上三种机制的存在得到了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踪家峰等，２００９；龙小宁等，

２０１４），但也存在特殊之处。由于地方政府官员晋升是“锦标赛式”的（周黎安，２００４），在官员为增
长而竞争的经济体里，不仅存在竞争效应，还存在极化效应（徐现祥、王贤彬，２０１０）。分税制是土
地财政竞争产生的制度基础，土地制度是地方政府展开土地财政竞争的前提条件，正是地方政府
在土地供给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其才能展开招商引资竞争。由于中国的官员产生方式与西方国家
有巨大差异，故不存在基于选民监督官员的自下而上的标尺竞争，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委任权由
上级政府掌握，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晋升很可能展开政绩竞争，张晏、夏纪军、张文瑾（２０１０）称之为
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

通过以上文献分析不难发现，与城市规模变动有关的概念众多，研究的角度也各有所异。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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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蔓延是低效率的土地扩张，城市收缩则指城市人口减少，集中化和郊区化则是从经济集聚体的
形态角度来看待城市规模变动的。尽管角度不同，但这些概念都与人口、土地规模有关，而当前普
遍做法却仅考虑其一，将人口、土地规模分开研究，降低了研究的客观性。因为二者都是“总量”指
标，并没有考虑城市空间内部人口、土地间的匹配关系，如有的地方人口密度大，有的地方人口密
度小，匀质的空间假定将这些差异同质化，是脱离现实的。因而探索如何将城市人口、土地规模两
个因素综合起来的指标，以客观反映城市规模变动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可能的办法是使用城市街
道常住人口密度来解决，如Ｆａｌｌａｈ等（２０１１）以大都市区人口密度为基础，用全美国大都市区人口
密度的中位数为标准，将大都市区区分为高密度区、低密度区，然后构建出城市蔓延指数的思路。

然而受到人口流动性和统计成本的影响，要获取连续的准确的常住人口数据是有难度的。全球夜
间灯光数据反映了人类活动的范围，已有研究表明灯光亮度可作为人类活动监测的数据来源
（Ｅｌｖｉｄｇｅ等，２００７），一个地区的灯光亮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７４；Ｃｈｅｎ和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２０１１；徐康宁等，２０１５），同时灯光光斑的栅格也可以换算成其实际覆盖的面积。基于灯
光数据的这三个特征，本文基于Ｆａｌｌａｈ等（２０１１）的思想，利用全球夜间灯光数据，构建新城市规模
指数，以反映城市高亮度区（人口和土地集聚程度高，匹配效率高）的规模变动。

此外，当前部分文献已经涉及地方政府行为与官员晋升制度、ＧＤＰ考核制、财政分权制度的关
系，如王守坤、任保平（２００８）和王美今等（２０１０）等，但在相关城市规模变动文献中，仅考虑了城市
的经济社会因素，如段瑞君（２０１３）。鲜有文献从空间竞争角度对城市规模变动的原因进行探索。

城市规模空间竞争可从两个方向上溯源，由于税收竞争、土地竞争或财政政策溢出效应而产生的
横向策略互动，本文称为“水平方向”空间竞争；而如官员晋升、政绩考核因素引起的纵向共同反
应，本文称为“垂直方向”空间竞争。作为对已有文献的补充，本文尝试讨论新城市规模指数的构
建方法及其合理性、城市规模空间竞争的形成机理、城市规模变动空间竞争来源的识别等问题，为
中国未来城市发展战略选择提供思路。

二、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城市规模度量

全球夜间灯光数据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ＮＯＡＡ）发布，来自美国国防气象卫星计划
（ＤＭＳＰ）所属的各卫星观测到的全球不同地区在晚间八点半到十点间的灯光亮度，该灯光数据包
括平均可见光、稳定灯光、能观察的无云覆盖次数和平均灯光四种类型，其中，稳定灯光剔除了短
暂亮光的干扰。在实际应用中，由于灯光数据亮度范围为０～６３，如果一个区域的亮度超过该值就
不会叠加，所以灯光数据可能存在取值上限问题（徐康宁等，２０１５），然而根据计算，中国历年城市
的灯光亮度最高都没有超过５０，与Ｂａｕｍ－Ｓｎｏｗ等（２０１２）认为的中国很少存在取值上限问题的结
论一致；针对各卫星之间的数据不统一问题，本文根据Ｌｉｕ等（２０１２）的方法进行了内部校准和同年
度合并处理，以降低数据的测量误差。

杨眉等（２０１１）认为在对全球夜间灯光数据进行提取时，灯光灰度为６时，可最大限度避免灯
光影像的背景噪声，因此笔者将平均灰度小于６的城市直接剔除，并估计出大于等于６的栅格对应
的实际面积，记为识别区Ｓｉ。此时如果使用Ｓｉ作为城市规模的代理变量是不恰当的，原因在于Ｓｉ
的边缘区和核心区灯光亮度差距较大，边缘区经济活动少、人口密度小，与人口、经济活动密集的
核心区的空间差异大，所以必须将城市内灯光光斑进行分区，方法是以每年全国城市灯光亮度排
序的中位数为基准，将亮度大于等于该基准的区域称为亮区Ｈｉ，亮度大于６并小于该基准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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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暗区Ｌｉ，用亮区Ｈｉｔ的实际面积占识别区Ｓｉｔ的实际面积比来表示ｔ年ｉ城市的相对规模，如式
（１），本文称之为“城市规模指数”，用ＵＲＥ来表示。① 该指数既避免了仅考虑人口和土地单一指标

的缺陷，也考虑了城市内部空间特征，以全国城市平均亮度值的中位数为基准，避免了灯光亮度异

常高或者低时对结果的干扰。由于灯光数据是依据城市行政边界来裁剪的，所以Ｈｉ 和Ｓｉ 可能完

全重合，此时城市规模与行政边界相当，城市相对规模达最大值１，反之当Ｈｉ很小时或Ｓｉ很大时，

ＵＲＥｉ接近为０。

ＵＲＥｉ　ｔ ＝
Ｈｉｔ
Ｓｉｔ

（１）

根据式（１），以２００４年为基期、２０１３年为末期，笔者计算了２０１３年１４个主要城市的人口、

土地和城市规模指数的年均变动率，如表１所示。对于人地协调型城市，如北京，城市规模指

数变动率与人口、土地的变动率均接近，即当用城市规模指数来衡量其规模变动时，与用人口、

土地指标差别不大；对于蔓延型城市，如鄂尔多斯，以土地衡量的城市规模过大，以人口衡量的

城市规模则过小，城市规模指数变动率正好处于二者之间，且更靠近人口规模变动率；而对于

拥挤型城市，如深圳，以土地衡量的城市规模过小，而以人口衡量的城市规模则过大，城市规模

指数变动率也处于二者之间，且更靠近土地规模变动率。所以，城市规模指数在一定程度上能

对人口、土地指标衡量的城市规模进行折中，在研究城市规模变动时，能排除由于城市规模度

量方法带来的误差。

　　表１　 ２０１４年１４个主要城市的规模变动

城市 土地规模变动 人口规模变动 规模变动类型 城市规模指数变动

北京市 ０．１７３　 ０．１５５ 人地协调 ０．１５９

天津市 ０．４７６　 ０．０８９ 城市蔓延 ０．４４５

重庆市 １．８５６　 ０．９１０ 城市蔓延 １．５２５

上海市 ０．１３４　 ０．０６３ 城市蔓延 ０．０９６

武汉市 １．５３６　 ０．０２８ 城市蔓延 ０．３２４

广州市 ０．５４３　 ０．１５９ 城市蔓延 ０．２８４

宁波市 １．６８７　 ０．０９１ 城市蔓延 ０．１５０

南京市 ０．５１７　 ０．２９４ 城市蔓延 ０．４０４

鄂尔多斯市 ３．９１３　 ０．２１０ 城市蔓延 ０．２９３

深圳市 ０．６１５　 １．０１２ 城市拥挤 ０．６２７

连云港市 １．２８６　 ２．２８８ 城市拥挤 １．４２２

沈阳市 ０．５９８　 ０．０７３ 城市蔓延 ０．１１３

大连市 ０．５９６　 ０．０９４ 城市蔓延 ０．１８８

哈尔滨市 ０．３６８　 ０．２００ 城市蔓延 ０．２７６

　　资料来源：土地变动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人口变动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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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本文研究目的是用新城市规模指数反映将人口和土地都考虑进来的城市规模变动，且 Ｈ 的值与所选取的标准有
关，故而本文并未直接用Ｈ。



三、城市规模变动空间竞争的来源

由于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地方官员存在为增长而竞争的行为（周黎安，２００４），城
市规模是地方官员追求经济增长的行政力量和市场自我强化的共同作用的空间结果，城市规模变
动在空间上存在竞争行为（杨孟禹、张可云，２０１６）。城市规模变动空间竞争源自两方面：一是地方
政府间横向策略互动。为实现经济增长，地方政府不得不展开对要素和企业的竞争，表现为招商
引资政策空间互动。二是地方政府间纵向共同反应。为了提高晋升概率，地方官员采取相似的政
策，这些政策的制定过程与外部空间的作用性不强，而是取决于官员晋升目标。例如有研究表明，

地方政府改善本地基础设施政策驱动力，主要来自其内部而非外部空间（王世磊、张军，２００８）。

为简单起见，假设在空间截面上城市经济增长是城市规模的单调增函数。理由有三：第一，从
当前城市经济增长与城市规模关系看，两者确实存在明显的正比关系，如图２、图３、图４所示。第
二，一般经济理论认为，由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为倒 Ｕ型关系，但
该观点是以“技术条件一定”为基础的，即在不同时期城市生产函数固定，或空间上不同城市的生
产函数相同，这显然与实际不符。笔者认为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同一城市不同时期、同一空间不同
城市的技术水平都不是固定的。第三，中国的城市化还处于初级阶段，城市经济增长主要以粗放
型经济模式为主，固定资本投资发展迅速，势必引起城市规模扩张。另外，假设每年地方政府要进
行多次政策博弈，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规制制度能直接反映在这些博弈里，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并不
单取决于前期自身与竞争城市规模，而且与当期自身和竞争城市规模也有关，因为城市规模竞争
除了包括有较长滞后期的战略性竞争策略外，也包括当期“招商引资”竞争。假设地方政府招商引
资的“讨价还价”过程当期就能完成，要素、企业一旦选择了某个城市，对另一个城市则意味着竞争
失败，其在下一轮的招商引资竞争中就会进行竞争策略矫正。

基于以上假设，由于城市间存在经济增长竞争，地方政府行为存在空间溢出，在水平方向上城

市规模间的空间互动可用ｃｉ＝ｆ（ｃ－ｉ，ｃ－１－ｉ，ｘｉ）来表示，其中ｃｉ 为本地区的城市规模变动，ｃ－ｉ为竞争

城市的规模变动，ｃ－１－ｉ为竞争城市的前期城市规模变动，ｆ（．）表示城市变动竞争响应函数。上级政
府一般通过比较多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绩效来决定官员晋升问题，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来
实现经济发展，如土地低价转让、地方税收优惠和提供公共物品，以及其他有利于人口集聚、产业
集聚的政策。当然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不仅仅局限于对空间要素的竞争，还可以通过
调整原有的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实现等，但很显然，促进要素集聚是成本最低、收效最高
的措施。根据Ｒｅｖｅｌｌｉ（２００５）和周亚虹等（２０１３）的思路，由于在垂直方向上，地方政府官员升迁与
本地、竞争城市的规模紧密相连，所以声望方程可表示为：

ｐｉ＝ｐ［ｇ（ｃｉ），ｇ（ｃｗ）］ （２）

其中，ｐｉ为地方政府官员获得的晋升概率，ｇ（ｃｉ）为在城市规模ｃｉ对应的经济增长，ｇ（ｃｗ）为竞
争城市规模ｃｗ 对应的经济增长。用ｐｒｏｂｉｔ刻画的地方官员升迁或连任的概率可写为：

ｐ［ｇ（ｃｉ），ｇ（ｃｗ）］＝ｐｒｏｂ（γ′ｉα＋κｇ（ｃｉ）＋βｇ（ｃｗ）＞－珓νｉ）＝φ［（γ′ｉα＋κｇ（ｃｉ）＋βｇ（ｃｗ））／σ珓ν］
（３）

其中φ（·）为符合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珓νｉ 满足期望为０、方差为σ
２
珘ｖ的正态分布，γｉ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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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官员升迁的其他变量。进一步假定κ＞０，即当给定竞争城市的经济增长ｇ（ｃｗ）时，本地政
府经济绩效ｇ（ｃｉ）越好，官员晋升的概率越大；假定β＜０，即当给定本地政府的经济绩效为ｇ
（ｃｉ），竞争城市的绩效ｇ（ｃｗ）越好，官员晋升的概率越小。也就是说，当竞争城市的规模给定，
本地城市的规模越大，官员获得晋升概率越大；当本地城市的规模给定，竞争城市的规模越大，

官员晋升的概率越小。

在竞争中地方政府有两个选择：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前者见效快、周期短，后者相反。考虑５
年的换届期，官员更愿意选择前者。设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绩效为：

Ｇ（ｃｉ）＝１ｇ（ｃｉ）＋θ２ｌ （４）

其中ｌ是地方政府集约增长带来的经济绩效，１＞θ２，因为地方政府的目标是最大化当期
经济增长，那就必定重点采用粗放的增长方式，而忽视集约增长，或者集约增长投入比预期少。

参照Ｂｅｓｌｅｙ和Ｃａｓｅ（１９９５）的思路，可以将成功晋升的官员在任期内的最大经济发展效用表示
为：

Ｕｉｔ［ｃｉ］＝ｍａｘＧｉｔ｛ｕ
ｔ
ｉ（ｌｉｔ）＋λｐｉ·Ｅ［Ｕｉｔ＋１（ｃｉ，ｔ＋１）］｝ （５）

其中Ｕ（·）表示官员的经济发展效用，λ为折现因子，Ｅ（·）表示期望因子，ｐｉ 为地方政府官
员获得晋升的概率。式（５）揭示了地方官员在最大化利益驱动下的行为机理：为获晋升，地方政府
可通过促进企业管理方式创新、提高科研技术创新能力来带动经济增长，但面临周期长以及其他
一些不可控的因素的影响，很难在任期内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粗放型经济发展是地方官员
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接下来，推导地方政府关于城市规模（ｃ）对竞争城市规模的反应函数，假设有
内点解，将式（３）代入到式（５）中，可得：

１＝ （κ／δ珘ｖ）·［（γ′ｉα＋κｇ（ｃｉ）＋βｇ（ｃｗ））／σ珓ν］·λ·Ｅ［Ｕ
ｉ
ｔ＋１（ｃｉ，ｔ＋１）］ （６）

其中（·）为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对其求反函数得：

κｇ（ｃｉ）＝－βｇ（ｃｗ）－γ′ｉα＋σ珓ν－
１ σ珓ν
κλＥ［Ｕｉｔ＋１（ｃｉ，ｔ＋１（ ））］ （７）

可以使用线性逼近来简化式（７），由于

－γ′ｉα＋σ珓ν－１
σ珓ν

κλＥ［Ｕｉｔ＋１（ｃｉ，ｔ＋１（ ））］θｘ′ｉ＋εｉ （８）

式（７）可简化为：

ｇ（ｃｉ）＝－βκｇ
（ｃｗ）＋θκ

ｘ′ｉ＋１κεｉ
（９）

式（９）为城市政府竞争的最优反应函数，由于β、κ的符号不同，则－（β／κ）＞０，ｘｉ为表示城市经
济社会属性的变量。地方政府间经济增长绩效正相关，由于地方经济增长的ｇ（·）是关于ｃ的单
调增函数，即在地方官员的晋升机制里，城市规模是相互促进的，存在正向互动。

可见，城市规模变动空间竞争的来源有两个方面：水平方向的策略互动和垂直方向的共同反
应；城市规模变动受到来源于两个方向的空间竞争的正向促进作用。接下来本文将对空间竞争两
个方向的来源进行计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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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３年市辖区人口ｐｏｐ与市辖区ｇｄｐ相关图　 图３　２０１３年市辖建成区面积ａｒｅ与市辖区ｇｄｐ相关图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４）》。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４）》。

图４　２０１３年城市规模指数ｕｒｅ与市辖区ｇｄｐ相关图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４）》。

四、城市规模变动空间竞争的来源识别

（一）空间竞争来源识别的基本命题
水平方向上的空间竞争强度与中央政府在税

收、土地等方面的制度约束有关。在税收制度方面，

２００６年取消农业税，２００７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将内
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提高了税额标准。在城市土地制度方面，２００４年《国
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明确提出
“禁止非法压低地价招商”，２００６年国务院出台《关于
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工业用地必须

采用招标、拍卖或挂牌的方式出让，且价格不能低于公布的最低标准，２００７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
权法》对土地“招拍挂”的范围进行了明确，规范了城市建设用地的使用权的市场配置制度，２００８年
《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对国家机关办公和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城市基础
设施以及各类公共事业用地实行有偿使用。比较来看，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中国城市土地制度、税收制
度有多次调整，相对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政策是不稳定的。根据这些制度的变迁频率和目的，本文
将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视为政策变化期，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视为政策稳定期。在垂直方向上，中国官员晋升
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有关。在研究期内，这“三会”主要集中在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由于官员
利益最大化，相对于非选举年，在选举年份很可能由于官员集中刷政绩，而导致更激烈的空间
竞争。

为识别水平和垂直方向的两个来源，笔者主要关心二者的差异及其与二者所叠加效应的关
系。一方面，水平方向的空间竞争受到中央政府政策的约束，２００４年来，中央政府不断进行制度改
革，逐步将地方政府行为引向市场化和竞争化，水平方向空间竞争必会随时间变动而不断增强，从
而是政策变化期（２００４－２００８）的竞争可能并不如稳定期（２００９－２０１３）激烈。在一般年份，理性的
政府官员必会采取“韬光养晦”策略，相对水平方向招商引资竞争，垂直方向上要弱很多；而在“三
会”年份，官员政绩“锋芒毕露”，地方政府已无暇顾及招商引资竞争，而会尽可能运用权力进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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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调配，表现政绩以获取最大晋升概率。另一方面，垂直方向空间竞争的收益并不是在当期，而集
中在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考核的“三会”期间，水平方向空间竞争的收益则开始于当期，

体现了地方政府为获取要素、企业而展开的竞争。粗放是中国当前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城
市对空间要素和企业展开激烈的争夺是必然的，而垂直方向空间竞争体现了官员为晋升而采取的
相似行为，这些行为更具战略性和针对性，其对城市规模的影响可能在“三会”年份集中爆发。不
难得出推论，在“三会”召开的晋升年份，城市规模空间竞争以垂直方向的竞争为主导，其他年份则
可能以水平方向的竞争为主导。

（二）空间竞争来源识别的初步检验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城市间经济增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必须用自变量的空间滞

后项来控制。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竞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要识别两种空间竞争有三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是将水平和垂直方向的竞争效应从叠加效应中分离出来，第二种思路是从叠加效应的
变化幅度和两种空间竞争的特征推理分析，第三种思路是在计量模型中加入相应的变量直接估计
（王守坤、任保平，２００８）。但由于笔者知识局限，目前还未找到分离两种空间竞争的方法，也未找
到能够代表两种空间竞争的变量，因此只能采用第二种思路。空间竞争来源识别的计量方程为：

ｕｒｅｉｔ ＝ρ∑
２８０

ｊ＝１
ｗｉｊｕｒｅｊｔ＋βｘｉｔ＋ｋ∑

２８０

ｊ＝１
ｗｉｊｘｊｔ＋α＋μｉ＋λｔ＋εｉｔ （１０）

ｄ＝Ｒ×ａｒｃｃｏｓθ（ｓｉｎζＡｓｉｎζＢ ＋ｃｏｓζＡｃｏｓζＢｃｏｓ（τＢ －τＡ）） （１１）

其中，ｕｒｅｉｔ为ｉ城市ｔ时期的城市规模指数，ｗｉｊ为空间权重矩阵元素，用来反映城市规模变动
空间竞争关系，当ｉ≠ｊ时，值为１／ｄ２，当ｉ＝ｊ时，值为０；由于城市的相互作用可能随着地理距离的
增加而衰减，为避免空间权重设定的主观性，本文选用相对外生的地理距离（ｄ）倒数的权重矩阵表
征空间关系，用地球大圆距离测度两个城市间的距离ｄ的计算方法，如（１１）所示，其中Ｒ为地球大
圆半径，ζ和τ为两个城市市中心的经度和纬度，基于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为稀疏矩阵，可解决由
于空间权重设置差异所带来的模型估计结果不稳健的问题。ｘｉｔ为城市ｉ的特征变量，为了控制城
市特征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加入了ｘｉｔ的空间滞后项，α为截距，μｉ和λｔ分别表示空间和时间固定
效应，εｉｔ为误差项。为控制随城市但不随时间变动及随时间但不随城市变动两类不可观测因素，分
别考虑了时间固定效应、个体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

核心变量是由前文构建的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城市规模指数，剔除异常城市样本后，包含２８０个地
级及其以上城市。城市特征变量有基础设施、投资活跃程度、财政压力、市场吸引力、外商投资额
和土地利用规模等。具体而言：（１）人均道路面积（Ｒａｐ），用来控制城市基础设施对产业集聚、要素
集聚的影响；（２）房地产开发投资额（Ｉｒｅ），用来度量城市房地产投资活跃程度，以控制房地产开发
对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扩张的影响；（３）财政压力（Ｆｉｐ），用地方财政支出和收入的差来度量，地方政
府财政压力越大，土地财政激励越大，用来控制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对城市规模的影响；（４）市场吸
引力（Ｍａｐ），用市辖区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总额与ＧＤＰ的比表示，市场吸引力越大，越能吸
引企业和要素；（５）经济发展（Ｐｇｄｐ），用市辖区人均ＧＤＰ来表示，以控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城
市规模变动的影响；（６）城镇化率（Ｕｒｒ），用市辖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表示，用来控制城市未来人口
集聚的潜力因素对城市规模竞争的影响；（７）外商投资额（Ｆｏｉ），用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表示，以控
制开放度对城市规模的影响；（８）建成区占行政区面积的比（Ｂａｐ），用来控制土地城市化率对城市
规模的影响。表２为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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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主要回归变量的统计特征

变量（单位） 符号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城市规模指数 Ｕｒｅ　 ０．３０８　 ０．１４１　 ０．９８６　 ０．０３９

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 Ｒａｐ　 ９．７９７　 ６．７５８　 １０８．３７０　 ０．３１０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亿元） Ｉｒｅ　 １０．９１９　 ２６．８２６　 ３４３．４９４　 ０．００３

财政压力（亿元） Ｆｉｐ　 ２１．５２１　 ４２．３７５　 ５５８．４６２ －６８５．８９８

市场潜能（亿元） Ｍａｐ　 ０．４３５　 ０．４６６　 ９．６２６　 ０．０８４

经济发展水平（万元） Ｐｇｄｐ　 ７．１９６　 ９．２５８　 １４７．０５９　 ０．２２７

城市化率 Ｕｒｒ　 ０．３３７　 ０．２３５　 １．０００　 ０．０３８

外商投资额（亿美元） Ｆｏｉ　 ０．５１９　 ０．３３５　 ２．８７１　 ０．０００

建成区占行政区面积的比 Ｂａｐ　 ０．０８５　 ０．０９９　 ０．９５３　 ０．００５

　　表３ 政策变化期（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Ｗ×Ｒａｐ －０．００６（－１．２０） －０．００１（－１．３５） －０．００７（－１．４８） －０．００３（－１．５２）

Ｗ×Ｉｒｅ －０．００３（－０．９３） －０．００８（－１．０２） －０．００３（－１．３９） －０．００５（－１．６０）

Ｗ×Ｕｒｒ　 ０．００６（０．２１） ０．００９（０．１７） －０．００９（０．２９） ０．０３３（０．３３）

Ｗ×Ｆｉｐ －０．００８（－１．４９） ０．００２（１．５８） －０．００１＊＊＊（－３．０７） －０．００９＊＊＊（－３．５８）

Ｗ×Ｍａｐ　 ０．０１３（０．９６） ０．００１（０．８２） ０．００９（０．７７） ０．００７（０．８７）

Ｗ×Ｐｇｄｐ　 ０．０７３（１．７２） ０．０２８（１．６１） ０．００４（１．５３） ０．００２（１．４４）

Ｗ×Ｆｏｉ　 ０．０３８（０．６８） －０．０２０（－０．８５） ０．００６（０．８８） ０．００９（０．７１）

Ｗ×Ｂａｐ　 ０．１０２（１．４６） ０．０８８（１．３４） ０．０７８（１．４５） ０．０９８（１．３６）

ρ ０．５０３＊＊＊（４．２３） ０．３６３＊＊＊（３．８５） ０．４８９＊＊＊（３．８７） ０．４９３＊＊＊（３．６３）

年份固定效应 不包含 包含 包含 不包含

城市固定效应 包含 不包含 包含 不包含

Ｒ－ｓｑ　 ０．２４３　 ０．６７０　 ０．０１１　 ０．６４３

δ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

Ｌｏｇ－Ｌ　 ３１７７．６３２　 １７１７．２２６　 ３１８１．９４５　 ２４６１．１８２

　　注：＊、＊＊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由于本估计只关心ρ，为节约篇幅，省去了模型（４）常数项和非空间变

量的回归结果。下同。

从表３和表４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各模型均表明空间竞争强度系数的ρ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段的
值比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的值大，且在１％水平下显著。两段时期城市规模空间竞争强度是有差异的，可能
原因有两个：一是水平方向空间竞争在后一段时期里更强，二是垂直方向空间竞争在后一段时期里更
强。虽然前文已指出，在制度更完善的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水平方向空间竞争是更强的，这种差异很可能
是由水平方向的竞争变强引起的。但仍无法排除垂直方向更强的可能，需要进行下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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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政策稳定期（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Ｗ×Ｒａｐ －０．００７（－１．２９） －０．０１８（－０．９９） ０．００３（０．５６） －０．００７（－１．３８）

Ｗ×Ｉｒｅ　 ０．００１（０．２８） ０．００７（１．９４） ０．００４（１．０１） －０．００３（－０．７１）

Ｗ×Ｕｒｒ　 ０．０２５（０．７５） －０．０３６（－１．１１） ０．０９８（０．９７） －０．０２１（－１．４９）

Ｗ×Ｆｉｐ －０．００６（－１．７３） －０．００１（－０．９９） －０．００３（－１．８２） －０．０１２（－１．３９）

Ｗ×Ｍａｐ －０．００３（－０．２５） ０．０１６（０．７８） －０．００２（－１．３３） ０．００５（０．８５）

Ｗ×Ｐｇｄｐ　 ０．００４＊＊（２．５３） ０．００３（０．１９） ０．００３（１．５５） ０．００６（１．４８）

Ｗ×Ｆｏｉ －０．００７（－０．７１） －０．０１１（－０．９３） －０．００４（－１．２４） －０．０５７（－０．３８）

Ｗ×Ｂａｐ －０．００４（－１．９５） －０．０１７（－１．８４） ０．０７２（０．４７） ０．０６２（１．１１）

ρ ０．５８５＊＊＊（３．１９） ０．６０３＊＊＊（２．９７） ０．５４１＊＊＊（３．０８） ０．６１５＊＊＊（３．５４）

年份固定效应 不包含 包含 包含 不包含

城市固定效应 包含 不包含 包含 不包含

Ｒ－ｓｑ　 ０．３８３　 ０．６０６　 ０．３８８　 ０．５６０

δ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Ｌｏｇ－Ｌ　 ２７６６．６９３　 １５６１．７１０　 ２７８０．５５６　 ２１６３．２５４

（三）空间竞争来源识别的深入检验
由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无法直接反映不同时间截面下城市规模间竞争的激烈程度，为此，假

定在研究期内，仅存在能够引起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竞争强度差异方面的因素，其他条件都是外
生给定，然后对可能存在的异方差进行处理。这样就可以估计出不同时间截面下的空间竞争强度
系数，并根据系数的变化幅度比较竞争强度差异。截面空间杜宾模型为：

ｕｒｅｉ＝ρ∑
２８０

ｊ＝１
ｗｉｊｕｒｅｊ＋βｘｔ＋ｋ∑

２８０

ｊ＝１
ｗｉｊｘｊ＋εｉ （１２）

根据表５截面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空间竞争强度ρ在１０％、５％和

１％水平下显著，总体呈递增趋势，且在“三会”年份，其变动幅度比其他年份大，城市规模变动的空
间竞争强度呈愈来愈强的态势。其背后是中央政府逐渐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将地方政府行为引向
透明化、市场化的一系列规制制度的直接后果。因此，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的空间竞争强度比２００４－
２００８年间强，不可能是由垂直方向竞争引起，因为如果是垂直方向的空间竞争引起的话，由于垂直
方向的空间竞争体现的是地方官员在晋升考核时的“刷政绩”行为，需在特定的年份集中表现，竞
争强度不可能在研究期内连续增强。此外，“三会”年份的空间竞争强度明显比其他年份强，如果
假定水平方向的空间竞争强度递增速度不变的话，那么从各年空间竞争强度变化幅度上看，这种
增强肯定来自垂直方向的空间竞争。放松该假定，从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的两段时期
来看，“三会”年份的竞争强度均为对应时期最强，如果是水平方向的竞争引起的话，找不到使得
“三会”年份水平方向竞争强度陡增而又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１年突然下降的理由，这也不符合前文
对于水平方向空间竞争随着时间变动而递增的分析结论。可见，中国城市规模空间竞争在水平方
向和垂直方向的竞争来源是存在的，且在晋升年份以垂直方向的竞争为主导，在其他年份则以水
平方向的竞争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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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横截面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Ｗ×Ｒａｐ
０．００３
（０．５２）

０．０８８
（０．６８）

－０．００３
（－１．３１）

－０．００２
（－０．４６）

－０．００１
（－０．８９）

－０．００４
（－０．７１）

－０．００２
（－１．６６）

０．００５
（１．２１）

－０．００２
（－１．５９）

０．００３
（１．２８）

Ｗ×Ｉｒｅ
０．００１
（０．６３）

０．００５＊

（１．９８）
０．００１＊＊

（２．３２）
０．００８＊＊＊

（３．１６）
０．００５＊＊

（２．４９）
０．０１０
（１．２９）

０．００３
（１．３５）

０．００１
（０．８０）

０．００３
（０．９４）

０．００１
（０．５９）

Ｗ×Ｕｒｒ
０．０５４
（０．６０）

－０．０１８
（－１．２３）

－０．０１３
（－１．４６）

－０．０２７
（－１．５４）

０．０３０
（－１．６７）

０．０７３
（０．５１）

０．０６４
（１．１１）

０．０１０
（１．２４）

０．０８６
（１．３３）

０．０７３
（１．４９）

Ｗ×Ｆｉｐ
０．０３５
（０．９４）

－０．００１
（－０．５２）

－０．００２
（－１．２２）

－０．００１＊＊＊

（－２．９８）
－０．００７＊

（－２．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０４
（－１．０５）

－０．００４
（－１．１７）

－０．００５
（－１．５５）

－０．００３
（－１．１７）

Ｗ×Ｍａｐ
０．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１１＊＊＊

（３．５８）
０．０２２＊＊

（２．５４）
０．００３＊＊

（２．５９）
０．０１７
（０．５１）

０．００１
（１．１５）

０．０２５
（０．６６）

０．０１７
（０．２３）

０．００１
（１．７８）

０．００４＊＊＊

（３．３９）

Ｗ×Ｐｇｄｐ
０．０３８
（１．１９）

０．００２＊＊＊

（３．７９）
０．００５＊＊

（２．５３）
０．００１＊＊＊

（３．８２）
０．００６＊

（２．０６）
０．００１＊＊

（２．６７）
０．００３＊

（２．０６）
０．００５＊＊

（２．４４）
０．００６＊＊

（２．３７）
０．０１７＊＊＊

（４．０４）

Ｗ×Ｆｏｉ
０．０７４
（０．０７）

０．０８６＊＊

（２．４０）
０．０２２＊＊

（２．５７）
０．０１１＊＊＊

（３．９９）
０．０１３
（０．１９）

０．００５
（１．１１）

０．０２８
（０．２６）

０．０３８
（１．２３）

０．０３９
（１．５４）

０．０１２
（０．２３）

Ｗ×Ｂａｐ
０．０２８＊

（２．０９）
０．０３９＊＊

（２．４３）
０．０１８
（１．８４）

０．００３
（１．７４）

－０．０１７
（－１．１５）

－０．０２９
（－１．６７）

－０．０８６
（－１．７１）

－０．０１６
（－１．５０）

－０．０１１
（－１．０８）

－０．０７７
（－１．５８）

ρ
０．１０６＊＊

（２．６４）
０．１０８＊＊

（２．５９）
０．１０４＊

（２．０３）
０．１２６＊

（１．９９）
０．１５３＊＊

（２．４７）
０．１１５＊

（２．０１）
０．１１９＊

（２．１２）
０．１１７＊＊

（２．４５）
０．１６２＊＊

（２．４９）
０．１７８＊＊＊

（２．９９）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９．９１２　 ９．８６２　 ９．７７０　 ９．６６１　 ９．９５０　 ９．７１６　 ９．４９０　 ９．７４９　 ９．６２２　 ９．５９７

ＬＭ　ｔｅｓｔ　 ７．０４９　 ５．０８６　 ３．８５７　 ２．６９８　 ２．６５８　 ２．３５９　 ６．９６２　 ８．１７２　 ２．５８３　 ２．９８９

Ｌｏｇ－Ｌ　 ３３４．９０１　３２２．３７４　３３７．８４３　３２８．２８４　３１０．５９２　３０６．８６０　２４０．８３７　２５５．８８７　２５１．３９５　２５０．８１２

（四）稳健性分析
以上分析的结论无法完全排除那些随时间变化但不随城市变化的因素对结果的干扰，并且如

果方程遗漏了共同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中央制度变量，就可能造成地方政府政策变量与包含共同
冲击的扰动项相关，产生内生性。为此本文在模型中增加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内两类不随个体变动但随
时间变动的因素，第一类是反映中央政府的治理结构的因素，财政分权（Ｆｉｄ），用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来表示；第二类因素是全国经济形势，用ＧＤＰ指数来反映。另外关于可能存
在的内生性问题，实际上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中，中央政府扮演着类似斯塔克伯格领导者的角
色（王守坤、任保平，２００８），其政策制定具有先行者特征，不可能对各地方政府的城市发展决策做出直
接反应（Ｅｓｔｅｌｌｅｒ－Ｍｏｒé和Ｓｏｌé－Ｏｌｌé，２００１），所以可将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的决策看作是外生的。对方
程（１０）和（１２）进行重新估计，对于方程（１０），通过比较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两段时期的空间
面板估计结果发现，表示空间竞争强度指标的ρ均显著增大，以城市固定效应为例，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ρ
为０．３２７，在５％的水平上显著，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ρ为０．３９７，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对于方程（１２），各年
的ρ均至少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并且无论是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还是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两
个时间段上，其变化规律均与上述结果一致，结论稳健。①

８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３８，Ｎｏ．３，２０１７

① 由于本文重点关注空间竞争强度ρ，不关注各个变量的估计结果，因而稳健性分析的结果不另行报告。



五、结　论

针对当前学术界在城市规模研究方面存在的人口规模度量法和土地规模度量法难以统一的

问题，本文利用全球夜间灯光数据构建新城市规模指数，并讨论其相对于人口和土地规模的合理
性，进而分析城市规模变动空间竞争的来源，最后进行计量识别。理论分析表明，水平方向的空间
竞争产生于税收、土地和住房等制度影响下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社会活动的外部性，垂直方向的
空间竞争产生于中国特殊的官员任命体制。通过对新城市规模指数的分析表明，其在一定程度上
能对人口、土地规模度量的城市规模进行折中，在研究城市规模变动的定量分析中，能排除由度量
方法引起的误差。根据新城市规模指数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５－２０１４）数据，本文通过建立
刻画城市规模变动空间竞争的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中国城市规模变动空间竞争在水平方向和垂
直方向上的两个来源。结果显示，城市规模变动水平方向的空间竞争为正，且在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间
逐年递增，城市规模变动在空间上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模仿性；垂直方向的空间竞争显著存在且为
正，官员晋升机制也能引起城市规模的效仿现象。研究还发现，在晋升年份，城市规模变动空间竞
争以垂直方向为主导，在其他年份则以水平方向的竞争为主导。

在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激励下，地方官员都将自己努力行为的“空间溢出”当作是对自己不利
的事情，且有很强的激励进行招商引资竞争，发展本地经济。然而，空间要素不是均匀的、无限的，

由于要素的跨区流动性和逐利性，竞争必然造成在一些直辖城市、省会城市或交通枢纽城市和东
部沿海城市的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城市规模持续收缩（如东北地区多数城市、中西
部地区部分中小城市）的“两极化”现象。当地方政府都面临城市发展的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的约
束，都面临产业发展转型衰退时，在双重竞争激励下，地方政府间没有很强的激励寻求合作，反而
将相对政绩看得最为重要，于是展开“只要你不比我好”的“逐底竞争”（ｒ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最坏的
结果是引起区域性城市规模收缩，尽管当前并不明显。城市规模变动的“两极化”现象意味着，对
于城市规模，过去中央政府“做对激励”（ｇｅｔｔｉｎｇ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ｒｉｇｈｔ），而在“做对协调”（ｇｅｔｔ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方面却做得不够。

这些发现有助于理解中国城市规模为什么扩张速度那么快，有助于理解城市规模的“两极化”

倾向形成原因。过去十年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在城市规模方面的激励过大，而协调性不足，形
成了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区域的城市迅速扩张与东北、中西部部分区域的城市开始收缩
的格局，所以应积极引导过度集聚的要素向城市规模收缩的区域流动，协调城市规模发展。目前
来看，中央政府制度激励和各种经济资源的跨区域流动性和逐利性，对城市空间协调发展形成了
负面效应，应该打破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矫正地方政府政策，“做对协调”，扭转城市规模空间失
衡的格局，实现“做对激励”与“做对协调”相统一。此外，地方官员的晋升、政绩考核体制在城市规
模变动竞争中起了主要诱导作用，地方官员绩效考核的多元化应该成为未来的改革方向。最后，

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使地方政府的城市规模从竞争走向竞合，是未来匡正地方政府行为的重点；当
前城市规模盲目扩张导致的产业结构雷同、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已经不是某地的问题，而是区域问
题，甚至是全国性问题，如何改变这种低层次的“硬件”竞争，建立高层次的“软件”竞争是中央政府
应该研究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分析了引起城市规模空间竞争的两个来源，并没有深入
分析两个来源的效应大小，对城市在不同竞争环境下的竞争强度差异和演化趋势也没有展开研
究，这是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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